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建立，国家政体发生根

本性变革。北京虽然保留了国都身份，但以中轴线为

基准的传统空间结构随着帝制衰亡而丧失了合法性理

论体系的支撑。皇城城墙先后被拆除，位于中轴线上

的建筑通过功能改造，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城市的日常

生活之中，原有的封闭性城市格局日益瓦解，以皇权

为中心的“一极化”政治空间逐渐向“多元化”的社会

空间转化。在这一过程中，皇权的影响逐渐远去，中

轴线附着的“神圣性”逐渐消退，城市建设开始凸显

“人”的需求，世俗性社会机制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强，

北京也展示出更加多样而丰富的城市面孔。

一、紫禁城的改造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发布诏书，正式逊位。

皇权陨落，帝制消亡，作为皇权重要载体的北京中轴线的命

运也发生重大变化，首当其冲的是作为皇宫的紫禁城。根

据与南京临时政府达成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之条

件》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

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

所谓“暂居宫禁”，并非占有紫禁城全部，而是只能在紫禁城

后半部活动，即乾清门以北、神武门以南，通常被称为“内

廷”的区域，而乾清门以南、天安门以北部分（也称“外廷”

“外朝”“前朝”等），包括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文华

殿、武英殿等收归民国政府所有。

紫禁城前朝收归国有之初，由于管理混乱，文物流失

严重。1913年 7月至 1914年 1月间，发生了“盗卖热河

避暑山庄前清古物案”，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古玩市场

纷纷出现来自承德离宫的文物，舆论议论纷纷，吁请政府

严加制约。此案虽然最终不了了之，但前清古物的命运

引发国人关注。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呈请大

总统袁世凯，提出将盛京（沈阳）故宫、热河（承德）离宫两

处所藏各种宝器运至紫禁城，筹办古物陈列所，袁世凯批

准了这一建议，由美国退还庚款内划出20万元作为开办

费，1914年 2月，古物陈列所在紫禁城前朝武英殿宣告

成立。同年10月10日，古物陈列所正式向社会开放，接

待观众。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 22日夜，直

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前线倒戈回京，发动北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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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软禁总统曹锟。冯玉祥控制北京之后，组成了以黄

郛为总理的摄政内阁政府。11月 5日上午 9时，时任京

畿警备司令的鹿钟麟受冯玉祥之命，携带摄政内阁总

理黄郛代行大总统的指令，带兵进入紫禁城，以武力强

迫溥仪接受新的“优待条件”。溥仪抵抗无用，被迫离

开内廷，紫禁城内廷被执政府接管。11月 24日段祺瑞

临时执政府成立之后，决定成立博物馆筹备会，聘请易

培基为筹备会主任。1925年 10月 10日，故宫博物院

开院典礼在乾清门举行。神武门大门洞开，昔日的皇

家禁地一夜之间成为平民百姓自由出入的公共博物

院，建成近五百年的紫禁城掀开了神秘的面纱。

根据《周礼·考工记》关于“匠人营国”的描述，“左祖

右社，面朝后市”。明清北京城中，紫禁城位居中轴线的

核心，太庙、社稷坛分列宫前左右，形成“左祖右社”的格

局。这种空间序列安排渗透出浓厚的政治伦理，作为曾

经的皇室私产与禁地，当皇宫变成了故宫博物院，作为

重要礼制建筑的社稷坛与太庙的原始功能也相应丧失，

它们的个体属性与命运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民国建立之后，随着市政运动的发展，创办公园成为

各地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1913年1月1日至10日，为

纪念共和，天坛、先农坛免费对外开放 10天。1914年，

北京市政建设与管理的专职机构——京都市政公所建立

之后，首先就把公园建设提上议事日程。1914年 10月
10日，在时任内务总长兼任京都市政督办的朱启钤的主

持推动下，北京城内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公园——由社

稷坛改造而成的中央公园试行开放三日。1925年，太庙

经改造之后以“和平公园”之名向市民开放。

明清时期，皇城作为拱卫、侍奉、供应皇家的外院，

从四面包围紫禁城，并在东、西、北三面的城墙上各辟一

门，分别为东安门、西安门、地安门。南面则沿中轴线建

为三重门：一是紫禁城午门正南之端门，二是端门正南

之承天门（清代改名为天安门），三是承天门正南之大明

门（清代改名为大清门）。这种设计将内朝、外朝与皇城

贯通一体，由外而内，层层递进，在两边高耸、巍峨的宫

墙围合中，衬托出宫禁的森严与等级秩序的不可逾越。

天安门前是一个封闭的“T”字形宫廷广场，又称“天

街”，四周宫墙环绕，属皇家禁地，普通百姓难以一窥全

貌。广场东西两端建有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清代，长安

左门改名为东长安门，长安右门改名为西长安门），自天

街向南凸出的部分，止于大清门。乾隆十九年（1754），
长安左、右门外的街道增筑围墙，作为广场两翼的延伸部

分，其东西两端，又各建一门，分别称之为“东三座门”和

“西三座门”。大清门门内与天安门连接在一起的中心御

道称“千步廊”，千步廊外两侧按“文东武西”布局，列六部

于左，列五府于右，集中了中央机构的绝大部分衙署，包

括行政与军事机关，是各部议事、办公的场所。这样一种

设计将中央政权的中枢机构与紫禁城通过宫廷广场联为

一体，形成了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器。

民国建立之后，1912 年，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两侧围

墙被拆除，天安门前不再是皇家禁地。京都市政公所建立

之后开始对天安门至大清门之间的封闭区域实施改造，大

清门内千步廊两侧衙署建筑以及东西外三座门相继拆掉，

天安门前的东西大道贯通。后来，东长安门到西长安门之

间的道路一度被命名为中山路，其东为东三座门大街，再向

东为长安街；西面为西长安门大街，再向西是府前街，又向

西是西长安街，北京东、西城得以连接。1921年西长安街

改建成沥青路。1928年，东长安街也改建成沥青路。

20世纪 20年代的新华门

20世纪 20年代初期的祈年殿

20世纪 30年代初期的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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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门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初名“大明门”，位于天

安门与正阳门中间的中轴线上，清朝初期改名“大清

门”。民国建立之后，大清门改名中华门，普通百姓也可

以从正阳门进入，穿越中华门，沿着曾经的石板御道一路

向北，直接抵达天安门。

正阳门位于紫禁城正南方，内城南垣正中，又称前

门，在北京内城的九座城门之中建筑规模最大，形制

也最为宏丽。庚子之乱，慈禧、光绪帝仓皇出逃至西

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在天坛架起大炮，正阳门的城

楼和箭楼均被轰塌。1903年，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开工

重建，1906年完工。由于封闭的皇城位于北京城的中

央，城市东西之间的通行只能绕道正阳门，这样一种

线路安排凸显了正阳门的交通枢纽地位，在其周围，

尤其是箭楼以南至天桥一带形成了繁华的商业区，南

来北往的商旅汇集于此。瓮城内东西两侧各有观音

庙、关帝庙一座，加之商贩支棚摆摊，十分拥挤。20世

纪初期，正阳门东、西两座车站先后建成，带来大量客

流，但正阳门只有一个门洞可供通行，防御要塞式的

建筑设计严重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拥堵指数。

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开展的第一项重大城市建设

工程就是正阳门改造。内务部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

朱启钤聘请德国人罗思凯格尔（Curt Rothkegel）为总建

筑师。整个工程进展得非常迅速，当年年底即告全部完

工。经过改造，拆除正阳门瓮城，将箭楼孤立。在城楼东

西两侧的城墙上各新辟两个门洞，并在箭楼两侧修建了

通道，行人与车辆可以径直进入内城，大大提升了正阳门

的通行能力，交通拥挤状况得到缓解。由于箭楼本身没

有独立的登城阶梯，又在箭楼北侧增建了“之”字形的磴

道。改建后的正阳门箭楼，增添了使用钢筋水泥制作的

挑梁、阳台、护栏和箭窗的窗檐，外表涂刷白漆，隐约有西

洋风格。正阳门东西城垣周边凡有碍交通的商铺、民房

全部迁出，增设具有西方风格的装饰性喷泉，并以欧洲方

式栽种了树木，区域内环境得到改善。

另一方面，由于天安门前东西大道已经初步成型。

通过改造正阳门，天安门前区域与外城直接贯通。传

统中轴线与东西长安街为主的东西轴线交汇于天安门

这个中心点，天安门的空间地位被进一步凸显出来。

天安门前成为北京传统严谨、方正的城市格局中相对

宽敞的开放性空间，这也为后来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此

发生提供了物理基础。从纵向视野观察，南北轴线与

东西轴线相交于天安门，为之后北京城市街道系统的

建设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十字架。

二、中轴线南段的变化

从正阳门外到永定门这段是北京中轴线的南段。正

阳门外为石道，即正阳门大街，两旁多被商铺占领。自明

朝永乐年间开始，为了繁荣市面和扩充税源，曾在北京各

处城门之外营建商用铺面店房，称为“廊房”，以正阳门大

街西侧的“廊房四条”最为著名，这就是后来的“大栅栏”，

与廊房头条、二条、三条共同构成了一片完整的市集。由

于该处乃出入内外城的要道，占尽地利，“行人辐凑，毂击

肩摩”，明清以来一直是京师最为繁华的商业地带。

清末，正阳门大街的商家已经蔓延至箭楼瓮城，形成

了东边的“帽巷”与西边的“荷包巷”。《都门杂咏》中记述

了荷包巷的繁华：“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

举头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1901年，京汉铁路

延伸至正阳门西侧，并于次年建成正阳门西车站。1902
年，京奉铁路修至正阳门东面的使馆区，并于 1906年建

成正阳门东车站，正阳门作为北京客货运输的集散枢纽

地位得到强化。与之邻近的有鲜鱼口、煤市街、珠宝市和

“八大胡同”……正阳门前终日车水马龙，熙熙攘攘。

元、明时期，处于北京正阳门外的天桥一带视野空

旷，环境清幽，是京城人士重要的郊野游玩之地。天桥商

业的日渐兴起与清末民初北京城市空间结构变动与市场

体系的兴衰密切相关。当地安门、东四、崇文门、花市等

一度繁盛的商业区域相继衰落后，天桥借助于靠近正阳

门的区位优势，逐渐吸引一批摊贩和曲艺、杂技卖艺者。

天桥市场初具雏形，庚子年间，天桥地区的商业受到一定

冲击，但旋即恢复。

民国建立之后，天桥地区的商业功能更加丰富，除众

多摊商之外，新增了戏园、落子馆等娱乐场所。1914年
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对正阳门实施改造，正阳门月墙

东西荷包巷很多商铺迁移至天桥，带来了许多客流，助推

了天桥地区的商业发展。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后，平垫

道路，改造沟渠，修成经纬六条大街，如华仁路、万明路

等，开启了“香厂新市区”，铺设柏油路面，开辟人行道，栽

种德国洋槐作为行道树，安装路灯、公用电话和警察岗亭

等设施，以为民国都市规划建设的示范。新世界商场、城

南游艺园在香厂地区先后建成。

1924年电车开通后，天桥成为通往东西城的第一、二

路电车总站，“东自北新桥，西自西直门，东西亘十余里，瞬

息可至”，“交通既便，游人愈夥，而天桥遂极一时之盛

矣”。至20世纪30年代以后，北平因国都南迁而市面空

虚、百业萧条，天桥地区则因定位低端、消费廉价而迎合了

特定的消费群体未受太多影响，“近两年平市繁荣顿减，惟

天桥依然繁荣异常，各地商业不振，惟天桥商业发达”。

天坛与先农坛是北京中轴线南段东西两侧最重要的

礼制建筑。民国建立之后，两坛地位骤然跌落。清皇室

将原供奉在天坛的祖先神牌全部撤走，移入太庙，祈年殿

及斋宫等处殿堂关闭，随后移交给民国政府内务部礼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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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掌管。1918年1月1日，在北洋政府内务部主持下，天

坛被辟为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在此后的近 30年间，由

于地势开阔，在战乱频发的时代多次成为军队驻扎之

地。先农坛于 1915年被辟为“市民公园”，售票开放。

20世纪30年代，先农坛地区开始修建公共体育场。

永定门作为中轴线的南端终点，是从南部进入北京

城的第一座城门。进入20世纪之后，永定门区域一个很

重要的变化就是京奉铁路与京汉铁路的修建。1907年，

京奉铁路全线通车，成为连结北京与东北的交通大动脉，

新落成的站舍全称“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为京奉铁

路之首站。20世纪初期，还存在一座正阳门西车站，但

在规模以及地位上明显逊于东车站。

三、中轴线北段的变化

从景山至鼓楼这段是中轴线的北段。它紧承“前朝”

皇城，一直延伸到“后市”。虽然分布在这条线上的建筑均

隐藏于紫禁城的背后，但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建筑特

色，使其能够俯瞰北京，记录历史。从钟鼓楼远望，由漕运

而兴的什刹海，与统摄皇城的景山以及方正规矩、重重帷

幄的紫禁城，像一个个音符，构成了一首完整的乐章。

景山位于紫禁城外正北方，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御

园。辛亥革命以后，依照优待清室条件，景山仍由居住在

紫禁城内廷的逊清皇室管理使用。由于清皇室此时无力

顾及，景山一度荒芜。1924年 11月，溥仪被驱出宫后，

景山由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1925年 10月，故宫博物

院成立，景山由其收归管理。1928年稍加修葺整理，以

公园形式对外开放。但寿皇殿、观德殿等殿宇仍由故宫

博物院管理使用。

景山之北为地安门，成为皇城最北端的屏障。地安

门在明代称“北安门”，又名“厚载门”，俗称“后门”，清顺治

时改为“地安门”，与“天安门”遥相对应。如果把地安门内

的皇家世界比喻为天上，那么地安门外的什刹海一带就是

人间俗世了。以地安门为界，一边是巍峨的皇城，一边是

烟火缭绕的居民区。作为皇城北门，凡是皇帝北上出征巡

视时大多要出地安门，亲祭地坛诸神时也出地安门。

庚子事变期间，地安门被毁，之后重建。民国之后，

随着皇城北部城墙被拆，地安门成为一处孤立的建筑。

出地安门外，就是地安门大街，也称“后门大街”。从地安

门以北到钟鼓楼这片区域，成为皇家文化与市井文化的

融合区。此时，这里发展成为定期的集市，游艺、吃食、旧

书、旧货等无所不有。作为“皇城根儿”，这里存有大量的

王公府第，居住者多为八旗子弟。随着八旗子弟的没落，

后门地区逐渐沦为平民区，商业也随之萧条。1936年美

学家朱光潜有如此观察：“北平的街道象棋盘似的依照对

称原则排列，精华可以说全在天安门大街。它的宽广、整

洁、辉煌，立刻就会使你觉到它象征着一个古国古城的伟

大雍容的气象。后门（地安门）大街恰好给它做一个强烈

的反衬。它偏僻、阴暗、湫隘、局促，没有一点可以让一个

初来的游人留恋。”

按“前朝后市”之制，自元代始，钟鼓楼一带就已经

成为一条联系“前朝后市”的重要纽带。南端是宫城，

北端是街市，什刹海和积水潭一带成为市民的公共活

动区。元朝的政治中心在大都和上都，但经济中心在

江浙一带。元代定都大都后，首先面临的便是粮食运

输问题。元朝统治者在整修大运河的同时，还积极开

辟海运。然而，无论是沿大运河北上的船只，还是沿

海路而来的粮船，到达通州后便告终止。由通州到大

都的几十里路则完全依靠陆运，困难众多，且费用不

低。至元二十九年 (1292)，在郭守敬的指导下修建了

通惠河，引昌平凤凰山白浮泉泉水，沿途又汇聚百泉、

龙眼泉、一亩泉等泉水入昆明湖，再经长河引入积水

潭 (包括今前海、后海和积水潭)，再引水向东，经元皇

城东边向南，出大都城后再向东直达通州。通惠河修

好后，积水潭水面扩大，汪洋一片，由南方沿大运河北

上的潜船沿通惠河可直接驶入大都，经万宁桥下进入

积水潭。万宁桥（也称海子桥或后门桥）与大都城同

时修建，可以被视为元大都城的奠基石，正是以万宁

桥为中心，确立了大都城中轴线的基点。

通惠河带来的漕运，使钟鼓楼一带成为重要的商业

区域。道路两旁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人流熙攘，形成繁

华的“后市”。胡同里云集了权贵和功臣们的高宅大院和

普通百姓的民居。与北海以及中南海一直属于宫城禁地

不同，什刹海一直是一个开放性的区域，是百姓共享的湖

泊。从南方沿大运河北上进京，不少人在万宁桥畔下船

登陆；离京南下的客人，也多在此登舟，顺通惠河转大运

河南下。明代初期，都城南移，一些漕运的河道和水域被

划入宫墙之内，什刹海也失去了漕运总码头的地位，一时

显得冷清，水面也比元代大大减少，但在京城内能够保留

这样一大片水面还是十分难得的。

中国自古就有“晨钟暮鼓”之说，位于中轴线最北端

的钟、鼓二楼始建于元代至元年间，合称“钟鼓楼”。元、

明、清三代，钟鼓楼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司时”，方式是击

鼓撞钟。清朝接用了明朝的全部宫室坛庙，包括鼓楼。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时，鼓楼亦被劫掠。民国建立之

后，逊帝溥仪依然被允许住在紫禁城中，维持其小朝廷的

格局，钟鼓楼的司时功能也延续了下来。直到 1924 年，

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负责旗鼓手的机关“銮舆卫”

随之被取消，鼓楼的报时功能被废止。同年，京兆尹薛笃

弼将鼓楼改名为“明耻楼”，刻匾挂于楼门之上，并在鼓楼

里面陈列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等照片、实物等，以警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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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成立于1919年，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会

大学，由华北协和大学、北京汇文大学以及北京的协和

女子理工学院合并而成。但燕京大学当时只继承了三

校的部分资产，其中协和学校和汇文学校的房屋、图

书、仪器留给了汇文及潞河中学。因此燕京大学只得

于清末北京的盔甲厂重新购置土地数亩作为校址。这

里有一些平房院落和民房，直接作为教室、图书馆、食

堂和学生宿舍等。

一、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

燕京大学的图书馆最初十分简陋，只有一个房间，

藏书不过二百册，因经费有限，只能购买开课所必需的

书籍。当时图书馆也仅有少量报刊，是从1922年才开

始征订的 [1]。随着学生数量的增长，藏书量不断增加，

图书馆随之扩充。1920年迁入一较大之室，1921年又

得到较大图书室一间，随后合并相邻的两间房屋，又扩

民国时期的燕京大学图书馆民国时期的燕京大学图书馆

■■王宽垒王宽垒 11 苏明强苏明强 22

1931年-1932年，仿文渊阁样式建造的燕京大学图书馆

众。次年，继任京兆尹李谦六恢复“齐政楼”之名，并在鼓

楼开办“京兆通俗教育馆”，进行公共卫生及改良风俗方

面的宣传。馆内设立图书部、游艺部、博物馆、平民学校

等，陈列历代帝王像、著名文臣武将像和北京名胜古迹的

照片，供人参观。京兆尹又在鼓楼西侧、楼后兴建儿童和

成人体育场。同时，钟楼改造为京兆通俗教育馆附设的

电影院，放映无声电影。

结语

民国北京中轴线的历史变迁与北京城市转型具有过

程上的同步性。中轴线作为基准，统领了帝都北京的空

间结构，确立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严整的、等级分明的空间

秩序，位于其上的建筑大多为礼制性，为帝王服务、阐释

皇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是其最核心的功能。清代后期，

国势衰微，国家控制能力下降，中轴线代表的神圣性、权

威性开始受到局部侵蚀与消解。

辛亥革命爆发，帝制崩塌，支撑原皇权体制的一系列

制度体系与思想观念逐渐解体，建立在皇权基础上的中

轴线的命运也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中轴线的完整性遭到

肢解，各类建筑通过功能改造，由象征性走向实用性。皇

城城墙拆除，确立皇城存在的边界概念不断消失，层层包

裹的封闭性格局逐渐挣脱中轴线的限制而走向开放，中

轴线对城市的规定作用丧失。原有的皇家礼制与等级结

构被彻底突破，在现代城市建设理念的引导下，城市建设

的重点从帝制时代的宫殿衙署转向基础设施，“个人”的

日常需求被凸显，皇权唯我独尊的时代结束了，城市逐渐

突破皇权的限制而展示出更多的自由与活力，古老的帝

都启动了走向现代城市的最初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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